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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的一些看法

周清海

摘要

我是在三个大前提下讨论这个问题。第一个前提是现代汉语和古汉语

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关系过去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第二个前提是中

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发展，带动了汉语的大融合 ；第三个前提是中

国经济社会健康快速的发展，使更多人愿意学习汉语。在这三个前提

下，讨论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应该如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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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古今汉语是一脉相承的。现代汉语是“古今杂糅、南北

混合”的语言。“古今杂糅”的现象，书面语比口语多些，而且不断在

增加。现代汉语引用古汉语的现象，如“为官避事平生耻”，引用自

元好问的诗句：“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不畏浮云遮

望眼”，引自王安石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处。”以

古汉语的词作为语素而造的现代汉语新词，也很多。写现代汉语而不

知不觉用了古汉语的词法和句法的更是数不胜数。《现代汉语词典》注

上 <书 >的词，大部分是古汉语。

“南北混合”的现象，口语比书面语多些。许多过去口语不说的，

如“整不整齐”、“讨不讨论”，量词的混用等等，都出现在现代汉语

里。华语区的华语，“古今杂糅，南北混合”的现象更甚于现代汉语。

所以，在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方面，不能把古今汉语当作完全没

有关系的语言。现代汉语和华语里的“古今杂糅、南北混合”的关系，

应该处理好。

从汉语的分裂与融合观察。1949年之前，中华民族经过了长时期

的苦难年代——军阀混战、北伐等战乱，跟着的是抗日战争、国共内

战。在这个苦难的年代里，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大迁移了。他们给华

语区带去了“国语”和“国文”，并在所居地发展而形成了当地的“华

语”、“华文”。

1949以后，从冷战时期开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很少和海外华

语区交流的中国现代汉语，在经过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之后，出现了

自己显著的特点。中国现代汉语和各华语区的“华语”、“华文”，差

距是相当明显的。

秦朝统一了文字，而书面语，在秦之前，大体一致。口语的分歧

却始终没解决。直到中国成功地推广普通话，才在分歧的口语（方言）

基础上，出现了普通话通行全国的现象。这是中国三千多年来没有解

决的语言难题。1949年之后，解决了。这是了不起的语言规划成就。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华语区之间的交往频繁，在语言方面出

现了汉语大融合的特殊时代。怎样使这个大融合顺利进行，是应该注

意，细心思考的。

从这个汉语大融合的特殊时代观察，并结合“古今杂糅、南北混

合”的特点，我对“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说些个人的看法。重点在

三方面：一、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关系；二、大华语与语言融合；

三、华语区与华语文教学。

一、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关系
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关系，值得讨论的问题太多了。这里我只

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古代汉语的词义和语法保留在现代汉语的

情况。二、古代汉语研究和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

1.1古汉语的词义和语法保留在现代汉语的情况

我们结合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1)“劝其伐燕，有诸？”《孟子 ·公孙丑下 4.8》杨伯峻（2005，

页 100）语译为：“齐国讨伐燕国，你曾经劝说过，有这回事吗？” 用

“劝说”来语译“劝”，还是应该语译为“你鼓励齐国讨伐燕国”？究

竟“劝”是“劝说”还是“鼓励”？

《说文解字》：“劝，勉也”，现代汉语的 “劝酒”就是“鼓励”的

意思。 “劝架”，的“劝”是“劝阻”，这个意思是后起的。王力（2000，

页 83）将“劝阻、规劝”和“劝说”都归为“后起义”，是对的。显

然杨伯峻的语译是不妥当的。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1拿道理说服人，使人听从。2<书 >

勉励。”“勉励”义的“劝”不限于书面语， “劝酒”、“劝杯”在现代

汉语口语里就用得非常多。

(2) “季氏旅於泰山。子谓冉有曰 ：女弗能救与？” 《论语 · 八佾

6》，《说文解字》：“救，止也。”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救”说：“2

援助人、物使免于（灾难、危险）：救亡 |救荒 |救灾 |救急。”《现代

汉语词典》试图把“终止”和“救护”两个意思整合为一个，致使释

义除了有语病之外（援助⋯⋯物），也不能概括“救”字下所有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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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义。

其实，救，就是终止（灾难），“救火、救灾”等词的“救”就是

“终止”；和“救命、救国”的“救”（拯救）不同。“凡民有丧，匍匐

救之”《诗经 ·谷风》，可见“救”自古就有两个意思。

(3) 舸，“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毛泽

东《沁园春长沙》注：“舸：大船，这里泛指船只。” 《国语辞典》：大

船。《现代汉语词典》：<书 >大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文 >大

船，百舸争流。 

《说文解字》没有“舸”字，新附有之，注云：“舟也。”《王力

古汉语字典》：船。方言九：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古代

汉语词典》：船。

我们看看古汉语的用例：“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三国志》

“上建旌旗，豫备走舸”“备乃乘单舸往见瑜”《资治通鉴》，王海棻

（2012，页 328）：“走舸：轻快的船”，“单舸：单独一只船。”。从这

些资料看来，“舸”不是“大船”，而是“船”的通称。

(4) “我真担心骨折⋯⋯不光是‘宅’在家里，而且连上下楼梯都

有困难。”（叶永烈）“宅”是名词，作谓语，带了补语“在家里”，

作者觉得这和现代汉语“宅”的用法不同，所以加上引号。《现代汉语

词典》就认为“2（动）待在家里不出门：你也出去走走，别总是宅在

家里。”

“宅在家里”，是现代汉语名词作谓语，下带宾语或补语的现象，

如“将他一下”，“家天下”，都是古汉语名词用为动词：“不蚕而衣”、

“先主器之”、成语“不胫而走”等用法的继承。

(5) “忙工作”是“为工作而忙”；“小他一岁”是“比他小一岁”，

都是形容词带宾语。古汉语形容词带宾语是非常普遍的，如“登泰山

而小天下”，“君子之远其子也”“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贤之”。

现代汉语形容词带宾语的现象越来越多，如“繁荣经济”、“疏远我”

等等，就是“清洁”“进步”“整齐”等形容词将来也可能带上宾语。

“这句话，温暖了整个冬天，美丽了整个中国。”就是很好的表达。

现代汉语名词和形容词带上宾语，要不要当作“动词”，而另归

一类？形容词带宾语的现象比名词多些，要不要把形容词和动词一起

归为“谓词”？汉语的词类在句子里的作用，和英文的词类不相同。

从古代汉语继承下来的名词和形容词带宾语的现象，可以当作汉

语名词和形容词的特点之一，而不必另外归为“动词”，可能是更好

的作法。在对外汉语教学里，怎样处理才适当，是应该讨论的。

(6) “延长、延迟”的“延”显然和“延聘、延师”不一样。“楚人

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使楚》，“余人各复延至其家”《桃

花源记》。“延”的意思就存在现代汉语的“延聘、延医、延至”等词

里。《现代汉语词典》用 <书 >标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延”

分为 1引长，2引进、邀请 3推迟，义项的分类显然不如《现代汉语

词典》，但没有特别标注 <书 >，就比《现代汉语词典》好。

“延”的“延长”义，也见于《左传成公十三年》：“君亦悔祸之

延”。“延”的两个意思都是继承古代汉语的。

(7) “乎”、“于”都是古代汉语的介词，是相通的。“明乎此”就

是“明于此”。下面的句子连用了“乎于”：

“向科学进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明乎于此，就不会对人们在实

践中遇到的挫折大惊小怪了。”1

把“发乎情，止乎礼”，“发于情，止于礼”，说成“发乎于情，

止乎于礼”，也是连用了“乎于”。

“亲戚好友”、“亲朋好友”和“亲朋戚友”都可以用吗？“戚”是

“亲属”，也是“忧戚”：“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 ·八佾 3.4》，

简化字“戚”也用来表示“慽”。“戚友”的“戚”是“亲戚”还是“忧

戚”？意义就含糊了。所以，“亲朋戚友”就不是很好的用法。

“制”有“控制”和“制作”两个意思。说“制止侵略、制止暴

乱”，意思是清楚的，但说成“止暴制乱”，“制乱”是“控制暴乱”

还是“制造暴乱”？就不十分清楚了。

“乎于”、“亲朋戚友”、“止暴制乱”，会不会在现代汉语里定居

1 参见《咬文嚼字》（2001）第 8期，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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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咬文嚼字》（2001）第 8期，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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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还有待观察。

从上面的例子看来，研究现代汉语的词义、语法以及教学，都需

要了解古汉语。编好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学习型词典更必须建立

在了解古今汉语的基础之上。

1.2古代汉语的教学必须建立在对古代汉语的认识上

现在的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存在着许多问题，尤其是古代汉语

的语译，问题更多。杨伯峻先生（2008）说：“要写《论语译注》，必

须先深入了解《论语》本书的体例、词汇、语法，就是每词每句在当

时的本义。我看了某些人搞的古书译注本，并没有下大功夫，其中较

好的不过就他的水平依字面翻译，并不考作者的本意和本义，未免把

译注看得太容易了。⋯⋯若要得作者的用心，一定先求当时语句的流

行意义，因此我在着手译注《论语》之前，先写了《论语词典》，这

样，不致被纷歧的解释所迷惑。⋯⋯”杨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对

杨先生的三本著作：《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和《春秋左传注》是

非常肯定的。但要做到杨先生所说的那样，可不容易，就是他本人也

没有完全做到。我们举些例子来讨论。

(1) “颜渊曰 ：愿无伐善，无施劳。”《论语 ·公治长 5.26》杨伯峻

（1985，页 53）认为“施，犹著也”，即表白的意思。这个意思在杨伯

峻的《论语词典》里只出现这一次。叶嘉莹（2013，页 18）认为“不

施劳——不把那些劳苦的事情推给别人去做。”《论语 · 颜渊 12.2》

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施”，就是“给与”的意思，这个

意思在杨伯峻的《论语词典》里共出现了 3次。

安作璋（2004）主编的《论语辞典》将“施劳”单独立词条，以“夸

耀自己的功劳”为主要意思，而以“加给别人”为另一说。

我认为对“施”的解释，叶嘉莹是正确的，“勿施于人”就是最好

的内证。

(2)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叶嘉莹认为“‘不

吾知’就是‘不知吾’，颠倒为‘不吾知’是表示强调⋯⋯。”2其实，

“不吾知“并没有颠倒，而是古汉语正常的句法。古汉语否定句的宾

语如果是代词，代词宾语就必须在动词之前，如《诗经》的 “不我遐

弃”、“岁不我与”，《论语》的“我未之见也”，《孟子》的“臣未之

闻也”等等都是。汉以后，否定句代词宾语后置才占优势。叶嘉莹的

说明是以今释古。

(3)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

禽兽也。”《孟子 ·滕文公下 6.9》如果语译为：“杨氏主张为自己，是

不要君王；墨氏主张兼爱，是不要父母。不要父母不要君王的人，就

是禽兽。”就是将古代汉语的“是”和现代汉语的“是”等同起来，

这是错误的。

杨伯峻的《孟子译注》用“这便”，“那就”，也用“就是”，语

译“是”，摇摆在代词和判断词之间。

“是”用为判断词，大概出现在战国后期，这里的“是”是指示代

词。

(4) “遂寘羌氏于城颍。”《左传 · 隐公元年》，研究者一般都说

“寘，音义同置。”（杨伯峻，1995）；或者说“‘寘’同置，此处有放

逐幽禁之意”(张世禄，2000)；或者直接用“置”（杨金鼎，1993），

但不加说明；也有不提“置”，直接用“寘”，说：“寘”，放置，安顿，

这里有放逐的意思。（王力，1962）这是古代汉语里的古今字问题。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凡读经者不可不知古今字。古今无定

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晋宋为今，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

王力（2000）说： “寘”“置”不同字。“寘”指具体的行为；“置”则

兼有抽象的意义。设置的“置”不作“寘”。《左传》“寘”“置”区别

甚严。《王力古汉语字典》就很重视古今字的问题，中文系的古代汉语

选文就应该走《王力古汉语字典》的路。

上面这些例子都涉及古代汉语研究和现代汉语教学的结合问题。

华语教学，无论是母语或者外语教学，都可能涉及古代汉语，因为现

2 《咬文嚼字》2001年第 8期，页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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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咬文嚼字》2001年第 8期，页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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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是一脉相承的。处理好上面的问题，对做好古代汉

语的教学是非常关键的。古代汉语应该如何语译为现代汉语，更应该

加以重视。

古代汉语教学，主要是词汇问题。王力认为：“语法⋯⋯古今相

差不大，容易解决。问题在词汇，这必须化很大的力气。⋯⋯古代

汉语的问题，主要是词汇的问题。所以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要放在词汇

上。”（王力，1982，第三冊页 402-405）但是，古代汉语的词汇分布

请看下面的研究结论：

“高频词占词汇数量的比例有限，为提升教学效率，确定教学内

容时可以有选择地先教学高频词，而推迟甚至忽略教学低频词。⋯⋯

如必须掌握前 3795个高频词，才可以达到 80%覆盖；而如果希望达

到 90%的覆盖则必须学习 12425个高频词。”（朱庆之、王婵娟等，

2019）

要掌握 3795 个高频词，对中文系的学生，是可能达到的目标

吗？王力编的《古代汉语》常用词只收了一千两百多个。“如果希望达

到 90%的覆盖则必须学习 12425个高频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高频词占词汇数量的比例有限”，就意味着每一篇文言选文都

会遇到大量的非常用词。让学生去面对这些困难，有必要吗？为了减

轻学习古代汉语的词汇负担，我主张只选有意义的段落。（周清海，

2018）这样可以大量减少古汉语词汇的负担。

我们也应该考虑为华语区建立文言语料库，特别是语文教学里的

文言选文的语料库，这对于教好文言文，作用和意义都非常大。（周

清海，2015）如果根据文言选文语料库的资料，编辑古代汉语学习词

典，对教好文言文，帮助将更大。

大学中文系的课程，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研究与教学，也不应

该太早分流。

二、“大华语”与语言融合
华语区最早的华人移民，大部分是没受教育，或者教育程度偏

低的农民。军阀时代、抗日战争到 1949年前后，才有大量的知识分

子移民到华语区。他们通过办学、办报，把他们在中国所受的语文教

育——注重标准书面语，带到了华语区，建立了各华语区的书面语。

这就是华语区的书面语高度一致的原因。

1949 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和华语区很少交流，华

语区的书面语和口语，和现代汉语的差距相当明显。中国改革开放之

后，我们就处在汉语大融合的特殊时代。现代汉语和华语在频繁的

交往中相互吸收与融合。其中以词汇的相互吸收与融合最为明显。目

前，现代汉语从华语区输入词汇的局面正在逐渐转为向华语区输出。

许多现代汉语的词汇，都出现在华语区的语言应用里。

在这个汉语大融合的特殊时代，我们应该更注重华语区之间交流

中达意的准确性，让华语在交流中自然融合。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各

华语区的语情，才能让这个融合的过程更加顺利，才有可能协调和解

决华语区里的语言变体问题。这就是我们编纂《全球华语词典》（李宇

明主编，2010）和《全球华语大词典》（李宇明主编，2016），以及研

究“全球华语语法”3， 以期最后编成“全球华语语法长编”的原因。

我们希望打破华语区之间的语言藩篱，建立沟通，了解彼此的差

异，以减少差异，更好地为华语和现代汉语的和谐融合建立基础。在

讨论编辑《全球华语词典》时，北京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先生建

议词典给词下定义，应该用现代汉语。这个提议得到参与编写的学者

们的积极支持。所以，《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就是

有意地向现代汉语倾斜，引导华语的相互融合。（周清海，2007）

我（2012）对《全球华语大词典》说过下面的话 ：“《全球华语

大词典》是目前唯一的一部从全球华人的立场，为全球华人服务的词

典。这是对不同地区华人智慧的肯定，也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对语言

和谐的重视。《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编纂，只是全球华人合作的一个开

端，也是人和的具体表现。”

从华语走向世界这个视角观察，华语的应用与规范问题，就不

3 邢福义教授主持，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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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90%的覆盖则必须学习 12425个高频词。”（朱庆之、王婵娟等，

2019）

要掌握 3795 个高频词，对中文系的学生，是可能达到的目标

吗？王力编的《古代汉语》常用词只收了一千两百多个。“如果希望达

到 90%的覆盖则必须学习 12425个高频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高频词占词汇数量的比例有限”，就意味着每一篇文言选文都

会遇到大量的非常用词。让学生去面对这些困难，有必要吗？为了减

轻学习古代汉语的词汇负担，我主张只选有意义的段落。（周清海，

2018）这样可以大量减少古汉语词汇的负担。

我们也应该考虑为华语区建立文言语料库，特别是语文教学里的

文言选文的语料库，这对于教好文言文，作用和意义都非常大。（周

清海，2015）如果根据文言选文语料库的资料，编辑古代汉语学习词

典，对教好文言文，帮助将更大。

大学中文系的课程，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研究与教学，也不应

该太早分流。

二、“大华语”与语言融合
华语区最早的华人移民，大部分是没受教育，或者教育程度偏

低的农民。军阀时代、抗日战争到 1949年前后，才有大量的知识分

子移民到华语区。他们通过办学、办报，把他们在中国所受的语文教

育——注重标准书面语，带到了华语区，建立了各华语区的书面语。

这就是华语区的书面语高度一致的原因。

1949 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和华语区很少交流，华

语区的书面语和口语，和现代汉语的差距相当明显。中国改革开放之

后，我们就处在汉语大融合的特殊时代。现代汉语和华语在频繁的

交往中相互吸收与融合。其中以词汇的相互吸收与融合最为明显。目

前，现代汉语从华语区输入词汇的局面正在逐渐转为向华语区输出。

许多现代汉语的词汇，都出现在华语区的语言应用里。

在这个汉语大融合的特殊时代，我们应该更注重华语区之间交流

中达意的准确性，让华语在交流中自然融合。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各

华语区的语情，才能让这个融合的过程更加顺利，才有可能协调和解

决华语区里的语言变体问题。这就是我们编纂《全球华语词典》（李宇

明主编，2010）和《全球华语大词典》（李宇明主编，2016），以及研

究“全球华语语法”3， 以期最后编成“全球华语语法长编”的原因。

我们希望打破华语区之间的语言藩篱，建立沟通，了解彼此的差

异，以减少差异，更好地为华语和现代汉语的和谐融合建立基础。在

讨论编辑《全球华语词典》时，北京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先生建

议词典给词下定义，应该用现代汉语。这个提议得到参与编写的学者

们的积极支持。所以，《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就是

有意地向现代汉语倾斜，引导华语的相互融合。（周清海，2007）

我（2012）对《全球华语大词典》说过下面的话 ：“《全球华语

大词典》是目前唯一的一部从全球华人的立场，为全球华人服务的词

典。这是对不同地区华人智慧的肯定，也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对语言

和谐的重视。《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编纂，只是全球华人合作的一个开

端，也是人和的具体表现。”

从华语走向世界这个视角观察，华语的应用与规范问题，就不

3 邢福义教授主持，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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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只从中国国内的需要或者角度考虑。我在 2003年说：“我主张华

语必须有共同的核心，各地区的华语共同向这个核心靠拢，但也需要

容忍语言的地域变体。只有在大同之下，包容小差异，才有助于华语

走向世界。”就是本着这种协调的态度，我们才逐渐有了“大华语”

的概念。2005年之前，参与编撰《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

典》，以及研究“全球华语语法”的朋友们，都了解华语差异的存在，

但正式把不同华语区的语言，用“大华语”来概括，是陆俭明先生

（2005）。

通过编纂《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我们认识到，

全世界有一个比普通话更高层次的东西，那就是“大华语”。李宇明

先生（2017）给“大华语”的定义是“以普通话 /国语为基础的全世

界华人的共同语”。他说：“这是在多年探讨、多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到

的一个共识性表达。”

从“大华语”的发展趋势看来，华语的逐渐融合几乎是不可避免

的。高度统一的书面语和正式的标准口语，以及采用汉字记录语言的

传统，是汉语融合的坚实基础。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扩展，普通话的

影响力将越来越大，这将使各地华语相互靠拢，使华语原来具有的共

同核心更加坚实。但是，这个影响应该是在交流中逐渐发生的，而不

是强行统一的。如果要这种趋同更显著，华语区之间就必须有更大的

共识，必须积极进行引导的工作。

“大华语”的概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这将直接影响语言教学与

语言研究。陆俭明先生（2017）提议：“大华语”以普通话为基础而

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可以有一定宽容

度。但是，如何具体理解“弹性”，具体该如何掌握“宽容度”之度，

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上具体该如何操作，怎么落实，目前尚无

研究。⋯⋯上述问题无疑应作为首要课题列入“全球华语研究”之

中。我（2017）提议的“教学从严，评鉴从宽”的概念，也值得大家

关注。在“大华语”的观念下，语文研究和语文教学人员应该研究和

了解各华语区的语言变体，也必须以更宽容的态度来看待现代汉语的

规范问题。

三、华语区与华语文教学
在“大华语“的概念下，我们的华语教学必须做相应的改变。我

在《大华语的研究与发展趋势》、《大华语与语言研究》、《大华语与华

文教学》等一系列论文里，提出了一些看法。这里再补充一些意见。

(1)华语文课程与教材，必须从整个华语区的需要着眼，让学习者

了解其他华语区的社会与语言，方便他们以后与其他华语区交往。

无论是中国的语文教材，或者其他华语区的教材，都应该考虑

容纳华语区的华文作品。这样做，对华语区的写作人，也是极大的鼓

励。将文化上的认同，体现在华语文的教学中。通过语言的学习，重

建年轻华人的人际联系。

(2)我们也必须考虑充分调动华语区推广华语的积极性，提供充分

的机会让他们参与，因为推广华语是所有华语区的责任。

我们更应该积极培养华语区的华人以及非华人的华语教师，华语

语言研究者。非华人华语教师的增加是汉语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汉语的国际推广，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以往都没有充分考虑华

语区的作用。无论是“请进来”或者是“走出去”，都单独从中国或

者中国台湾的角度考虑。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全面地调动华语区推广

华语的积极作用，组织、带领或制造条件，让各华语区参与华语的推

广，这样做对华语的全球化是非常有利的。

(3)善用语言，语言就是一种资源。在全球化的环境下，随着“一

带一路”的发展，华文作为语言资源的作用将更加显著。方言与华语

应该有上下位的区别。在说明新加坡的语言问题时，我（2018）说“新

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并没有自己主要的方言。考虑到每个人的语言

能力有限，我们选择了保留华语跟英语，在很早的时候就让方言退出

教育的舞台。”如果过分强调自己的地方方言，如台语、粤语，对华

语区的之间的交往，不一定有利。所以，方言与华语的上下位关系，

应该受到重视。

大多数华语区是多语的，对于大华语区的华人来说，单靠华语

文是不足够的，更要求华人具有多语的能力。所以，华语区的语言学



3534

可能只从中国国内的需要或者角度考虑。我在 2003年说：“我主张华

语必须有共同的核心，各地区的华语共同向这个核心靠拢，但也需要

容忍语言的地域变体。只有在大同之下，包容小差异，才有助于华语

走向世界。”就是本着这种协调的态度，我们才逐渐有了“大华语”

的概念。2005年之前，参与编撰《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

典》，以及研究“全球华语语法”的朋友们，都了解华语差异的存在，

但正式把不同华语区的语言，用“大华语”来概括，是陆俭明先生

（2005）。

通过编纂《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我们认识到，

全世界有一个比普通话更高层次的东西，那就是“大华语”。李宇明

先生（2017）给“大华语”的定义是“以普通话 /国语为基础的全世

界华人的共同语”。他说：“这是在多年探讨、多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到

的一个共识性表达。”

从“大华语”的发展趋势看来，华语的逐渐融合几乎是不可避免

的。高度统一的书面语和正式的标准口语，以及采用汉字记录语言的

传统，是汉语融合的坚实基础。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扩展，普通话的

影响力将越来越大，这将使各地华语相互靠拢，使华语原来具有的共

同核心更加坚实。但是，这个影响应该是在交流中逐渐发生的，而不

是强行统一的。如果要这种趋同更显著，华语区之间就必须有更大的

共识，必须积极进行引导的工作。

“大华语”的概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这将直接影响语言教学与

语言研究。陆俭明先生（2017）提议：“大华语”以普通话为基础而

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可以有一定宽容

度。但是，如何具体理解“弹性”，具体该如何掌握“宽容度”之度，

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上具体该如何操作，怎么落实，目前尚无

研究。⋯⋯上述问题无疑应作为首要课题列入“全球华语研究”之

中。我（2017）提议的“教学从严，评鉴从宽”的概念，也值得大家

关注。在“大华语”的观念下，语文研究和语文教学人员应该研究和

了解各华语区的语言变体，也必须以更宽容的态度来看待现代汉语的

规范问题。

三、华语区与华语文教学
在“大华语“的概念下，我们的华语教学必须做相应的改变。我

在《大华语的研究与发展趋势》、《大华语与语言研究》、《大华语与华

文教学》等一系列论文里，提出了一些看法。这里再补充一些意见。

(1)华语文课程与教材，必须从整个华语区的需要着眼，让学习者

了解其他华语区的社会与语言，方便他们以后与其他华语区交往。

无论是中国的语文教材，或者其他华语区的教材，都应该考虑

容纳华语区的华文作品。这样做，对华语区的写作人，也是极大的鼓

励。将文化上的认同，体现在华语文的教学中。通过语言的学习，重

建年轻华人的人际联系。

(2)我们也必须考虑充分调动华语区推广华语的积极性，提供充分

的机会让他们参与，因为推广华语是所有华语区的责任。

我们更应该积极培养华语区的华人以及非华人的华语教师，华语

语言研究者。非华人华语教师的增加是汉语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汉语的国际推广，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以往都没有充分考虑华

语区的作用。无论是“请进来”或者是“走出去”，都单独从中国或

者中国台湾的角度考虑。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全面地调动华语区推广

华语的积极作用，组织、带领或制造条件，让各华语区参与华语的推

广，这样做对华语的全球化是非常有利的。

(3)善用语言，语言就是一种资源。在全球化的环境下，随着“一

带一路”的发展，华文作为语言资源的作用将更加显著。方言与华语

应该有上下位的区别。在说明新加坡的语言问题时，我（2018）说“新

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并没有自己主要的方言。考虑到每个人的语言

能力有限，我们选择了保留华语跟英语，在很早的时候就让方言退出

教育的舞台。”如果过分强调自己的地方方言，如台语、粤语，对华

语区的之间的交往，不一定有利。所以，方言与华语的上下位关系，

应该受到重视。

大多数华语区是多语的，对于大华语区的华人来说，单靠华语

文是不足够的，更要求华人具有多语的能力。所以，华语区的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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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不能只限于华语文的学习，不能让华语文的学习妨碍当地语言的学

习，和国际语言的学习。只有掌握多种语文，才是华语区华人今后的

出路。华语区的华人，如果放弃多语，只强调华语华文，无疑是自我

孤立，自己放弃与他人竞争的条件。所以，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不能

把华语文教育只看作是民族的语文教育，只是为保留民族的特点、文

化的特点服务。只强调语言的民族性，文化性，是比较狭隘的。

有些华语区更以母语的水准在当地办学，以致使得年轻的下一代

没建立多语的基础，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这些年轻的下一代只能

反移民回到母国。这种反移民的现象，如果越来越严重，恐怕不是健

康的。

虽然华语文的经济价值越来越显著，但是华语文要成为国际语

文，不能只靠经济因素。华语文成为国际语文也不是十几或二十几年

内的事，经济价值，只是让这个语文更容易推广，更多人愿意学习。

我们不能企望只靠华语文，就能配合全球化的需要。

(4)从事华文教学与研究必须有国际视野，不应再各自为政，要往

优势互补，人才与资源共享的方向努力。

语言教学当在地化，将更广泛地带动华语文的学习，提供机会让

更多人参与。我们更应该考虑借用与调动华语区的语文人才。推动华

语文教育，不一定完全靠中国。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前主任陈之权先生给我的电邮也说：“在目前

的国际形势下，从事华文教学与研究必须有国际视野，不应再各自为

政，受限于一国一地，要往优势互补，人才与资源共享的方向努力。”

关于华语教育资源共享，加拿大孔子学院任中方院长向平给我的意见

是：“应该有机构出来牵头，拿出具体的方案来。如果没有人或机构当

‘吸铁石’，就很难吸引世界各地各种优质教学研究资源，就很难形成

合力，从根本上改变单兵作战、重复消耗，事倍功半、欲速不达的格

局。” 

已故台湾董鹏程先生提议的华语文教学大联盟，就具有方向标的

作用。这个联盟应该怎样组织起来，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应设立一个机构，在“大华语”概念的引导下，有计划地收集与

出版华语区的优秀教材，分级读物，并为华语区编写词典。汉语教材

都在中国或者中国台湾编写，在海外不一定适用。应该在当地领导组

织编写小组，为当地提供合适的教材。当然，我们也应该考虑华语区

之间的合作以及语文教育和出版的企业化问题。

中国大学延聘国际人才，对大学的发展是有利的，唯独在华语人

才方面，受了“汉语故乡”观念的影响，和华语区的交流不够，也很

少让华语区的教学人员参与汉语的推广与研究工作，更少延聘这方面

的研究人才。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课题。重视华语区的语言教

学与研究人才，将鼓励更多人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华语文的学习与研究，应该是跨区域

的。各华语区的语言教学机构与研究机构应加强联系，有计划地让语

言学习者，语言教学者与研究者，有机会在华语区里交流。新加坡、

香港都有条件发展成为东南亚甚至是世界的华文教学与研究中心。向

这个方向发展，才能找到新港华文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出路。

(5)对语言研究的期望：“要避免汉语语言学和汉语教学交流困难

的问题，就要求语法研究尽量用非技术性的术语来呈现，并且注重突

出汉语的语法特点，提供可操作的建议。”（周清海，2018） “目前大

部分的语法著作都是以书面语为研究对象，这些语法著作都没有把书

面语语法的不稳定性适当地反映出来，更少讨论口语和书面语的差

距，以及华语与现代汉语的语法差距。这给汉语的传播带来困难。”

（周清海，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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